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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本研究探討對於社區能力構面要素的看法，透過由上而下（公所承辦人員）

和由下而上（社區發展協會幹部）兩種觀點進行分析比較。本研究鎖定「社區

能力」包括方案計畫書撰寫、財務核銷、社區意識凝結、社區產業發展、文書

行政、人力資源管理、資源連結、在地組織協調 8 個要素，以北部某縣市為研

究場域，共回收問卷 516 份（公所承辦人員 258 份、社區發展協會幹部 258 份）。

研究結果顯示，兩組人員在方案計畫書撰寫、財務核銷、社區意識凝結、社區

產業發展、資源連結能力上有顯著差異。透過結構方程模型分析發現，由上而

下（公所承辦人員）和由下而上（社區發展協會幹部）的社區能力構面在組成

要素上有顯著不同，研究者最後提出結論與建議。 

 

關鍵字：社區能力、社區發展協會、由上而下、由下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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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examines perspectives on the dimensions of community capacity, 

comparing analyses from top-down (municipal staff) and bottom-up (community 

development association executives) viewpoints. The study focuses on eight elements 

of "community capacity," including project proposal writing, financial verification, 

community cohesion, community industrial development, clerical administration,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resource linkage, and local organizational coordination, 

within a certain county in northern Taiwan. A total of 516 questionnaires were 

collected (258 from municipal staff and 258 from community development 

association executives). Results indicat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in abilities related to project proposal writing, financial verification, 

community cohesion, community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nd resource linkage.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reveals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composition of 

community capacity dimensions between top-down (municipal staff) and bottom-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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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unity development association executives) perspectives. The study concludes 

with implications and recommendations. 

 

Keywords: Community Capacity, the Community Development Association, 

Top-down, Bottom-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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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社區發展協會（以下簡稱社發協會）是地方性的人民團體組織，是民主社

會中非常重要的自發性團體，社發協會的福利服務輸送已成為政府不可獲缺的

助手，尤其是近年來在人口老化和少子化的趨勢下，社發協會不僅持續辦理老

人福利服務，服務的類型也越發多樣性，例如長照 2.0 的巷弄長照站（C 據點），

即多由社發協會所承辦。由此可見，社發協會與社區居民的日常生活息息相關，

其需要立基於在地需求，由下而上的發展在地福利服務，而社發協會能力的良

窳則會影響服務的提供。 

社發協會與在地區公所關係緊密，內政部於 1996 年頒訂〈加強推展社區發

展工作實施方案〉，開啟福利社區化時代，「社區發展工作綱要」第 3 條揭示

鄉（鎮、市、區）公所為社區發展業務主管機關，第 6 條指出區公所「應輔導

社區居民依法設立社區發展協會，依章程推動社區發展工作」，區公所需輔導

社發協會來推動各項活動，亦兼具由上而下督導社區業務發展之責。 

為有效推展社區福利服務，社區能力培植尤為重要，社發協會因具有人民

自治團體的性質，並需要接受區公所的指導協助以符合政府的政策要求，其在

社區政策施政脈絡上似有其角色矛盾之處。過去對於社區能力的研究大多採用

質化的途徑，透過訪問社區組織當中領袖人物或重要人士來瞭解他們的看法，

如：呂詩婷、李固遠、謝奇明、蘇宜成、蔡必焜（2018）、陳巧倫（2019）、

李易駿、鍾武中（2022），而透過量化的方式來探討社區能力的研究則不多見。

職是之故，本研究希望透過量化資料的收集，採用由下而上（bottom-up）和由

上而下（top-down）兩種不同的觀點來分析其對「社區能力」組成要素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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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比較這兩個不同觀點的差異，期能瞭解不同立場對於社區能力的組成要素是

否存在差異，以提供政府部門在未來進行社區組織培力與輔導上之政策建議。 

貳、文獻探討 

一、社區組織 

社區組織可作為居民規律性互動的場域。社區是由一群人組成的集合體，

其構成元素包含地方區域、社會組織、以及基於共同利益事件的社會互動（Green 

and Haines，2015）。社區組織演進過程中常與社區發展息息相關。所謂社區發

展是指社區居民透過自身努力與彼此合作，回應在地需求、反映社會結構的困

境，加上政府當局的協力，以改善社區的經濟、社會、文化、環境等問題（吳

明儒，2009；李易駿，2021）。由此可見，社區發展是一個長遠的歷程，透過

激發社區組織的潛力與教育過程，增進社區居民的凝聚力並提升人民的福祉。

在社區發展的過程中，社區組織扮演著重要的角色，社區組織會經歷潛力期、凝聚

期、成熟期、管理期及轉換期五個不同的階段（Cameron et al.，2018），由於社

區組織通常是透過民主制度的運作方式，因而其功能與發展常會隨著每個組織

能力的不同而有所差異。然而，並非所有的社區組織都能成功達致轉換期，因

此強化社區組織的能力就十分重要。 

社區組織既是民主制度運作下的產物，組織的運作是否健全就很重要，社

區組織運作的核心元素包括組織、發展、計劃、改變（Itzhaky and Bustin，2018）。

完備的社區組織應具備四個要素，包括建立社區意識、社區成員間相互承諾、

具備解決問題的能力、外部資源的支持（Hockings, Stolton and Dudley，2000）。

在運作過程中，社區組織面臨的困境包含成員向心力不足、新舊成員間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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衝突，尤其是當地資源與人情世故的限制（Slavin, Terry Mizrahi and Morrison，

2013），因而整合人力、資源和金錢是組織運作的主要挑戰。 

二、社區能力 

（一）社區能力的意涵 

「社區能力」是社區用以解決問題、促進社區福祉、達成社區願景與永續

發展的能力。不同學者對社區能力的定義有所差異，但皆強調社區能力包含社

區的承諾、資源、技術的整合，社區內有形無形資本間與資源的互動，以建構

社區優勢來解決社區問題（Mayer，1994；Chaskin，2001； Laverack，2006；

Rubin and Rubin，2008）。從過程和內容的雙重角度來看，社區能力是提升居

民參與及實踐社區福祉的行動歷程，使社區動員去實踐、解決及滿足社區居民

的問題與需求，以提供較好的在地性服務，穩定居住環境或提升社區經濟福祉，

同時又能有效的藉由某種程度達到社會互動關係，促進社區的永續發展（賴兩

陽，2013；黃源協、莊俐昕、劉素珍，2015；梁大慶，2016、2017；李易駿，

2021）。 

（二）社區能力的組成要素 

社區能力包含社區集體能力及社區組織能力兩個層次，社區集體能力通常

與在地系統、制度及政治角力因素有關，其內涵包括社區中所存在的人口特質、

網絡、服務、制度、知識及互動關係（Simmons, Reynolds and Swinburn，2011；

劉素珍，2013）；而社區組織能力則是一組有助於組織使命實踐的特質及技能，

用以促使組織發展、更有效率的完成任務及提高工作成效（Eisinger，2002；

Andersson, Faulk and Stewart，2016；Sun and Asencio，2019），其通常涉及組

織本身內部運作及管理能力，包含組織成員能力、組織文化、對組織目標的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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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溝通管理模式及組織對外關係等因素（Walters，2021；黃源協、莊俐昕，

2020）。社區組織能力也包括財務募款、組織溝通、決策、人力資本、組織運

作、行政管理、政治網絡等能力（Lee and Clerkin，2017；Wells, Jones and Norris，

2020）。 

社區能力的組成要素有多種分類方式，包含資源能力、組織能力、方案規

劃能力、網絡與政治能力等面向（Glickman and Servon，1998）；或是參與、領

導、組織結構、問題預估、資源動員、實事求是、人際網絡連結、外部資源連

結、方案管理等九個要素（Laverack and Labonte，2000）；以及網絡夥伴關係、

知識轉移、問題解決、基礎能力／建設（Bush, Dower and Mutch，2002）；還

有社區組織穩定度（有能力長期進行服務輸送）、財務穩定度（現金流及資金

管控能力）、服務品質穩定度（產生長期的服務效益）、社區組織成長穩定度

（組織服務及方案項目的擴展）（Blumenthal，2003）。Hargreaves 等（2017）

將社區能力區分為聯盟能力、網絡能力、以社區為中心的問題解決能力、擴大

社區的影響力四個層級；Kim, Lee, Cho, Lee, Park and Cho（2020）將社區能力

分成內部（社區居民參與度、領導力、連結力、觀感）與外部能力（組織及資

源連結）。由此可知，社區能力有不同的區分方式，其將影響社區培力扶植的

重點和方向。 

（三）社區能力的培力面向 

在實務工作中，社區能力的培植是社區輔導的首要之務，也是決定社區服

務方案能否發展的主因（黃肇新、邱靖媛、朱洪漢，2009；許雅惠，2011；李

易駿，2021）。社區能力培植對於社區問題解決和資源連結具有重要的影響，

能在規劃與執行時扮演重要的角色，並且藉由連結取得外部資源來協助社區的

發展和進步（Chaskin, Brown, Venkatesh, Vidal and Chaskin，2001）。為了回應

社區能力的發展需求，社區工作方法已逐漸轉變為瞭解社區組織所擁有的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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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資源，此一「能力、資產」的觀點強調從發掘社區能力和資產著手，以培植

社區組織互惠及互助的能力為目標（Kretzmann and McKinght，1993；Harrison, 

Blickem, Lamb, Kirk and Vassilev，2019；李易駿，2021）。 

賴兩陽（2020）從實務運作上建議社區應該提高其文書處理、開會議事、

志工管理、方案執行、資訊運用、創新及訂定願景等能力；許雅惠（2011）認

為社區能力的提升，除了包括社區組織發展力的提升，更以社區居民能力的提

升為基礎，且有賴社區專業工作者的居間促進。一個能力成熟的社區組織，其

在地關係網絡、服務的多樣性及複雜性都會增加，組織的資源連結及動員力也

會提高，服務品質及服務效益也較好，社區服務常能多元性的發展，因此居民

能同時運用機會及挑戰來辨識社區需求及資產，並且設定社區發展的共同目標、

排定優先順序、發展出集體行動策略並持續執行，最後能監控社區改變的成效

（Weil，1996；Bowen, Martin, Mancini and Nelson，2000；Austin, Regan, Samples, 

Schwartz and Carnochan，2011；Andersson et al.，2016）。 

在衛生福利部（2021）出版的〈社區培力中心實務操作手冊〉中，將方案

計畫書撰寫、財務核銷、社區意識凝結、社區產業發展、文書行政能力培養、

人力資源管理、社區資源連結、在地組織協調列為社區輔導的重點工作，此亦

可做為評估一個社區能力的指標。 

（四）社區能力的測量 

社區能力的測量主要是在衡量社區發展程度及知識網絡、技能和資源擴展

的狀態，它同時也被認為是在社區發展的各個階段中，用以評估社區中各種關

係及網絡建構的狀態（Israel, Schulz, Parker and Becker，2001）。過去對於社區

能力的測量大多參考 Glickman and Servon（1998）的社區能力分類方式，從資

源、組織、方案規劃、網絡與政治五個面向來衡量社區能力；此外尚有以下幾

種測量面向，包括活動辦理、參與人力、策劃人力、文書能力、經費來源與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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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場地（賴兩陽，2013），或從社區靜態能力（關係力、人資力、財物力、環

境力、文化力）與動態能力（參與力、連結力、領導力、組織力）來加以測量

（劉素珍，2013），也有根據社區所具備的組織力、執行力、導入力、凝聚力

與永續力（梁大慶，2016），或是社區組織成員的分工及投入狀態、對在地需

求敏感度、發展方案能力等來作為衡量社區能力的實務指標（Andersson et al.，

2016；Walters，2021；黃珮玲，2021）。 

除此之外，Walters（2021）將社區能力內涵區分如表 1，Walters 認為社區

能力優劣除了領導者本身的能力外，還與成員對組織使命的認同密切相關，形

成組織核心能力，驅使組織深入瞭解服務對象需求，以提供更適切的服務來解

決社區問題。綜合前述不同學者與衛生福利部（2021）的指標，本研究將社區

能力區分為人力資源管理、方案規劃設計、社區意識凝聚、行政文書處理、財

務核銷等能力、社區產業鏈結、在地資源整合、在地組織協調等八個項目，並

以此作為本研究評估社區能力的參考依據。 

表 1：社區能力領域及實際工作內涵 

社區能力領域 實際工作內涵 

組織規劃能力 將使命、願景、策略的實踐落實於平日規劃 

領導力 使每個人都可以投注於使命實踐 

方案規劃力 設計、管理及評估服務 

募款能力 募集金錢及實物捐款活動 

社區夥伴關係維繫 連結與實踐使命有關之團體及志工 

財務及責信管理 管理財務及展現責信能力 

溝通能力 與所有的內部組織成員及外部單位溝通 

資料來源：Walters（2021），作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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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鄉鎮區）公所與社區組織發展 

由於施政方針的不同，政府與社區組織間存在不同角力關係。賴兩陽（2021：

85-87）從「政府介入」程度，將政府－社區關係由弱至強分成四種：1.烏托邦

社區工作，社區完全自主；2.自我治理社區工作，藉著公民參與機制、社區與政

府間共享價值與資源；3.行政導向社區工作，政府以政策及資源引導社區組織、

發展符合施政期待的業務；及 4.黨國控制社區工作，社區組織完全配合政府命

令。在地方政府的組織系統中，（鄉鎮區）公所為基層官僚組織，提供居民服

務、管理施政預算，其雖隸屬於民政體系，但常與社政系統息息相關，以發展

符合社區需要之社區福利服務工作，同時也是社區組織最常觸及的政府單位（葉

明勳、劉坤億，2012；孫煒，2020；紀和均，2021）。公所與社區組織間若常

互動和交流，則社區組織對公所會存有信任與依賴的關係，但公所扮演社區組

織計畫案審查、管控核銷的角色，就資源分配及審核角度而言，公所成為資源

守門員角色，與社區組織形成了上對下的關係。 

在現今施政脈絡下，欠缺經費及動力不足常導致社區自主性無法發展（謝

政勳、邱鈺婷，2023），此往往加深社區組織對政府的依賴，為實踐政府之社

區政策，公所常扮演社區發展由上而下之在地推手。綜觀衛生福利部社區施政

計畫，公所需積極陪伴社區組織進行計畫發想與提案，其對計畫孵育、執行及

延續性有不可抹滅的正向助益，反之則難以為繼（李易駿、賴兩陽，2014；賴

兩陽，2015；衛生福利部，2021）。以社區自主防災業務推動為例，常由公所

主動串連在地網絡，以利在社區中推展（吳偉寧、謝政勳，2018）。但在是否

要活絡在地發展上，公所常面臨公所人力短缺、無法切實輔導、社區提案動力

不佳導致無人提案、跨局處提案考驗專業知能等困境（吳明儒、王仕圖，2009），

因而公所雖欲扮演社區組織發展的重要推手，但也常遭遇到諸多的限制與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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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臺灣社區發展協會的現況與困境 

臺灣的社區工作很早就開始推動，目前社區工作主要是依據 1991 年所頒

佈的「社區發展工作綱要」。依據該綱要，社區為推動各項事務必須成立社區

發展協會，臺灣目前有 6,943 個社區發展協會，其中有成立社區生產建設基金

的有 3,938 個、成立社區志願服務隊的有 4,511 隊、承辦社區照顧關懷據點有

3,187 個（衛生福利部社會救助及社工司，2022）。由此可知，社發協會不僅是

人、錢和資源的集合，更是社會福利工作推動的基礎，其組織發展仰賴會員的

積極投入，辦理公益事務以吸引在地居民投身於服務，也激勵非會員投入社區

組織的相關事務，社區能力也同時得以發展成長（黃志隆，2020；李易駿，2021）。

就需求而言，社發協會主要有設備設施、會務與財務、業務、人力四大需求（黃

松林、黃怡慧，2015）；充足的志工、充足的經費、社區居民的向心力、發展

跨部門與跨領域的合作機制等也是重要議題（賴兩陽，2013；王潔媛，2019）。

就困境而言，綜合過去諸多學者的研究，臺灣社區工作及社發協會面臨以下多

重困境（陶蕃瀛，1994；蔡吉源，1995；林勝義，1999；賴兩陽，2013；李美

珍、王燕琴，2016）： 

（一）政府與社區之間的困境 

1.政府指導與民眾參與不足：政府在社區發展中的角色應更積極，以促進有

效的民眾參與。 

2.政府指定項目與資源配置錯誤：需要建立更有效的資源分配機制，確保資

源能夠準確且合理地流向社區。 

3.政府主責單位孤軍奮鬥：應強調政府、社區和相關組織之間的合作，建立

協作機制，共同推動社區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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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區組織及領導力的困境 

1.社區區域太小、自主可能性太低：可提倡區域間合作，擴大社區自主發展

的可能性。 

2.缺乏基層社區組織及基層領袖：宜鼓勵和支持基層社區組織的成立，培養

領袖人才，提升社區自我管理的能力。 

（三）組織管理及執行力的困境 

1.行政主管單位多頭馬車：應強調組織協同作業，以減少多頭管理的混亂。 

2.組織動能及服務量能不一：宜加強組織動能，透過培訓和知識分享提高服

務的品質和效能。 

3.組織幹部高齡化：未來應推動新一代領導人的培育，確保組織具有長遠的

可持續性。 

（四）資源管理及財務透明度的困境 

1.經費的濫用及私人性質的活動：應建立更透明的經費使用機制，以防止經

費濫用和確保資源有效利用。 

2.社區發展相關單位缺乏配合：建議能促進政府和相關組織的密切合作，形

成有機的互助網絡，共同推動社區發展目標。 

綜合上述，臺灣的社區工作似乎在由上而下的指導模式與由下而上的自發

性需求方式之間擺盪，社區組織既是民主制度下所產生的自主性團體，則應該

有自己的需求和想法，但政府的扶植和培力又希望社區組織能具備相當的條件

和能力，因而在政府單位和社區組織上常存在著期待落差。職是之故，本研究

希望從政府部門（由上而下）和社區組織（由下而上）兩種不同人員的觀點進

行比較分析，以瞭解不同人員對於社區能力需求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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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究設計 

一、研究對象 

目前社發協會的主管機關為（鄉、鎮、市、區）公所，公所的承辦人員是

第一線與社區組織密切接觸的人員（衛生福利部，2021），公所社區業務承辦

人員在社區培力上經常扮演監督的角色，而社發協會的理事長、總幹事和其他

幹部則是第一線執行社區業務的工作人員，這兩類人員對於社區能力的需求狀

況最為瞭解，故本研究將以這兩類人員做為研究對象，探討由上而下和由下而

上兩種不同立場對社區能力建構上的差異。 

本研究以北部某縣市為研究場域，該縣市公所與社區組織間有密切的往來

和互動，故本研究擬以該縣市社發協會的幹部和公所社區業務承辦人員為對象

進行問卷調查，社發協會的訪問對象包括理事長、總幹事、志工隊長或其他幹

部，每個協會僅一位人員接受訪問，公所部分則由負責輔導該社區的承辦人員

接受訪問，亦即每個社區有兩類人員接受問卷調查，調查工作於 2018 年 9 至

10 月進行，共完成 258 個社區、516 份問卷，問卷回收率為 82.2%。 

二、測量變項與研究架構 

依據前述文獻探討，本研究中「社區能力」包括方案計畫撰寫、財務核銷、

社區意識凝結、社區產業發展、文書行政、人力資源管理、社區資源連結、在

地組織協調 8 個要素，詢問受訪者認為該社區在這 8 個指標上需要協助或輔導

的程度，回答方式從非常不需要、不需要、普通、需要、非常需要各給予 1~5

分，分數愈高表示其認為該社區組織在此一指標上愈需要協助與扶植，並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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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所承辦人員（由上而下）和社發協會幹部（由下而上）在不同指標上的差異

情形，同時建構出社區能力的潛在構面，以比較這兩個構面是否具有一致性。 

 
圖 1：研究架構圖 

三、資料分析方法 

本研究為瞭解社區幹部和公所承辦人員所建構的社區能力在組成要素上是

否存在差異，以及這兩個潛在構面間是否具有恆等性，我們透過結構方程模型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s，SEM）進行資料分析處理，SEM 是一個結合了因

素分析（factor analysis）與路徑分析（path analysis）的分析方法，其包含測量

模式與結構模式兩個部分，主要目的在於檢驗潛在變項（latent variables）和外

顯變項（manifest variable，又稱觀察變項）之間的關係，及數個潛在變項之間

的相關情形。在分析策略上，我們先依社區幹部和公所承辦人員分別建構兩個

社區能力測量模型（社區能力 A、社區能力 B），再將這兩個潛在變項組成一

個結構模型，藉以比較這兩個潛在變數間是否具有恆等性，統計分析方法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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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數分配、獨立樣本 t檢定、驗證性因素分析（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CFA），

並藉由 SPSS 25.0 及 AMOS 25.0 統計軟體進行資料處理。 

肆、研究結果 

一、社區能力需求的差異性比較 

表 2 為不同人員對於社區能力 8 個指標的描述性統計。首先，社區幹部認

為最需要協助的社區能力依序為社區產業發展（3.83）、資源連結（3.70）、方

案計畫書撰寫（3.61）、文書行政（3.43）、人力資源管理（3.29）、財務核銷

（3.29）、社區意識凝結（3.29）、在地組織協調（3.26）；而公所承辦人員認

為最需要協助的社區能力依序為財務核銷（3.47）、社區意識凝結（3.47）、在

地組織協調（3.42）、文書行政（3.35）、方案計畫書撰寫（3.33）、資源連結

（3.29）、人力資源管理（3.19）、社區產業的發展（2.69）。由此可見，社區

幹部和公所承辦人員對於社區能力需求指標在排列順序上有很大的不同，社區

幹部認為社區產業發展應該優先被重視，但公所承辦人員卻認為社區意識凝結

應優先於其他的指標，而社區幹部認為在地組織協調能力最不需要，但公所承

辦人員卻認為社區產業發展最不需要，顯見此兩類人員對於社區能力的需求看

法上並不一致。 

進一步透過獨立樣本 t 檢定來看這 8 個指標的差異，結果發現這兩類人員

在方案計畫書撰寫（t = 2.809, p < .01）、財務核銷（t = -1.969, p < .05）、社區

意識凝結（t = -2.017, p < .05）、社區產業發展（t = 11.593, p < .001）、資源連

結（t = 4.688, p < .001）的看法上有顯著差異，其中社區幹部在方案計畫書撰寫、

社區產業發展、資源連結的平均得分顯著高於公所承辦人員，但在財務核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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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意識凝結上則是公所承辦人員的平均得分高於社區幹部，由此可知這兩類

人員對於不同的社區能力指標在重要性上有不同的比重。若進一步分析這五個

指標的平均得分差異，差距最大的是社區產業發展（1.13），其次是資源連結

（0.41）和方案計畫書撰寫（0.28）。另外在文書行政、人力資源管理、在地組

織協調這 3 個指標上，這兩類人員則沒有顯著的差異。 

表 2：不同人員社區能力指標差異性比較 

社區能力指標 身分別 平均數 標準差 t 平均差異 

95% 差異數的

信賴區間 

下限 上限 

1.方案計畫書撰寫 
A 社區幹部 3.61  1.23  

2.809** 0.28  0.08  0.47  
B 公所承辦 3.33  1.02  

2.財務核銷能力 
A 社區幹部 3.29  1.14  

-1.969* -0.18  -0.36  0.00  
B 公所承辦 3.47  0.90  

3.社區意識凝結 
A 社區幹部 3.29  1.14  

-2.017* -0.18  -0.36  0.00  
B 公所承辦 3.47  0.89  

4.社區產業發展 
A 社區幹部 3.83  1.11  

11.593*** 1.13  0.94  1.32  
B 公所承辦 2.69  1.11  

5.文書行政能力 
A 社區幹部 3.43  1.15  

.857 0.08  -0.10  0.26  
B 公所承辦 3.35  0.88  

6.人力資源管理 
A 社區幹部 3.29  1.10  

1.129 0.10  -0.07  0.28  
B 公所承辦 3.19  0.92  

7.資源連結能力 
A 社區幹部 3.70  1.07  

4.688*** 0.41  0.24  0.58  
B 公所承辦 3.29  0.91  

8.在地組織協調 
A 社區幹部 3.26  1.13  

-1.770 -0.16  -0.34  0.02  
B 公所承辦 3.42  0.90  

* p < .05 ** p < .01 *** p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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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區能力潛在構面的建構 

為建構這兩類人員對於社區能力的潛在構面，我們透過單因子驗證性因素

分析（CFA）從上述 8 個社區能力指標中分別建構出兩個社區能力測量模型，

單因子 CFA 係指每一個潛在構面的測量變項只跟該構面有關、與其他構面無

關，同時排除無關的測量變項。由於過去傳統檢定單一向度的方法是直接用

SPSS 進行探索性因素分析（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EFA），將所有的測量

變項用 EFA 進行因素分析，看轉軸後測量變項是否都屬於假設的構面之中，若

在同一構面當中則符合單一向度原則，但 CFA 則是先考慮收斂效度、再考慮區

別效度，可以提供較為嚴謹且比較準確的單一向度評估，亦即 CFA 可以同時提

供相同構面當中內部一致性和外部一致性的量化證據（張偉豪、鄭時宜，2012），

故接下來將以單因子驗證性因素分析進行社區能力潛在構面的建構。 

（一）不同人員社區能力潛在構面的建構 

在進行單因子驗證性因素分析時，Fornell and Larcker（1981）、Hulland（1999）

建議判斷標準為：1.因素負荷量（factor loadings）要大於 0.5；2.組成信度

（composite reliability，CR）要大於 0.7；3.平均變異數萃取量（average of variance 

extracted，AVE）要大於 0.5。依據上述標準，本研究依這兩類不同人員先將 8

個社區能力指標繪成兩個一階 CFA，並依據張偉豪（2011）建議，刪除因素負

荷量低於 0.5 下的觀察變數，同時根據 AMOS 軟體所提供的殘差修正指標

（Modification Indices，MI）進行模型修正，MI 值的判斷依據不同學者各有不

同的建議水準，游錦雲等（2009）認為 MI 值設定為超過 10 以上就應進行修正，

李茂能（2006）建議 MI 值高於 20 應進行處理，張偉豪（2011）認為 MI 值大

於 50 應考慮修正。至於不良的題項處理方式有兩種，第一種方式為將兩個題項

的測量誤差以共變的方式呈現（梁世安、余國瑋，2005），也就是在殘差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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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相關，但 Joreskog and Sorbom（1993）、Marsh and Hu（1996）認為除非有理

論依據或是變數間存在實質的關係，否則不應該假設殘差間具有相關性。第二

種方式為刪除題項（顏弘欽，2013；李琪明，2020；），通常會選擇 MI 值最高

的題項刪除，並再重複此刪除過程，直到獲得良好的模型適配度為止（姜淳方、

李昀修，2012），而此種方法是較能建構出良好潛在構面的做法。本研究在測

量模型的修正上依據張偉豪（2011）所建議的 MI 值 50 為刪除標準，並採用第

二種刪除題項的做法進行不同人員社區能力潛在構面的建構。 

經由模型修正程序後，社區幹部所建構之社區能力模型中刪除指標 2 和指

標 5，保留 6 個觀察變數，包括指標 1、3、4、6、7、8，該模型的標準化因素

負荷量（SFL）介於 .62 ~ .79 間，組成信度（CR）為.86，平均變異數萃取量

（AVE）為 .51，另外各觀察變數除了預設為 1 之外，其餘 5 個觀察變項均達

到顯著水準。而在公所承辦人所建構的社區能力模型中，刪除指標 1、2、4，最

終亦保留 5 個觀察變數，包括指標 3、5、6、7、8，模型的 SFL 介於 .69 ~ .88

間，CR 值為 .91，AVE 為 .67，各觀察變數扣除預設為 1 外均達到顯著水準

（詳如表 3）。 

表 3：不同人員社區能力組成比較 

群體 潛在構面 社區能力指標 Un Std. t SFL SMC CR AVE 

社區幹部 社區能力 A 

能力 1A 1.00  .68 .46 .86 .51 

能力 3A 1.05 10.46*** .76 .58   

能力 4A 0.83 8.76*** .62 .38   

能力 6A 1.05 10.86*** .79 .63   

能力 7A 0.87 9.35*** .67 .45   

能力 8A 1.02 10.34*** .75 .57   

公所承辦 社區能力 B 

能力 3B 1.00  .88 .77 .91 .67 

能力 5B 0.78 12.83*** .69 .48   

能力 6B 1.04 19.17*** .88 .77   

能力 7B 0.95 16.53*** .82 .67   

能力 8B 0.93 16.28*** .81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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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模型配適度檢驗上，檢驗結果如表 4 所示。在社區幹部所建立的社區能

力 A 模型中，整體配適情形卡方值為 16.215，p 值大於 .05，接受虛無假設，

由於卡方值易受樣本數多寡的影響，故以卡方值與自由度的比值（Normed Chi-

square，NC 值）來判別，NC 值為 1.802，符合 Schumacker and Lomax（2004）

小於 3 的標準。在絕對配適指標上，Henry and Stone（1994）認為 GFI 和 AGFI

理想要求標準應大於 .9，該模型分別為 .980 及 .952。RMR、RMSEA、SRMR

的檢驗上，Hu and Bentler（1999）、McDonald and Ho（2002）皆建議應小於.08，

該模型的值分別為 .035、.056、.029。在增值配適指標上，Schumacker and Lomax

（2004）、Hu and Bentler（1999）認為 NFI、NNFI、CFI、IFI、RFI 值應大於 .9，

該模型數值分別為 .974、.980、.988、.956、.988。在公所承辦人員所建構的社

區能力 B 模型中，卡方值為 13.004，p 值小於 .05，拒絕虛無假設，同樣採用

卡方與自由度比值來做比較，模型二中 NC 值為 2.601。在絕對配適指標上，GFI

和AGFI分別為 .980及 .940，RMR、RMSEA、SRMR值分別為 .016、.079、.020。

在增值配適指標上，NFI、NNFI、CFI、IFI、RFI 值分別為 .985、.981、.990、.969、 

.990（詳如表 4）。 

整體而言，經由模型修正後，社區能力 A 模型由 6 個觀察變數所組成（如

圖 2），社區能力 B 模型由 5 個觀察變數組成（如圖 3），兩個模型在題目組

成上略有不同，但經由配適度檢驗後，兩個模型在絕對配適指標和增值配適指

標上均符合配適標準，是為信、效度良好的結構模型，可以進一步做分析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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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不同人員社區能力模型配適度檢定 

統計檢定量 標準值 
模型一 模型二 模型三 

社區能力 A 社區能力 B 恆等性模型 

絕對配適指標 

χ2 越小越好 16.215 13.004 68.677 

p >.05 .063 .023 .008 

χ2/df 1~3 之間 1.802 2.601 1.597 

GFI > .9 .980 .980 .953 

AGFI > .9 .952 .940 .929 

RMR < .08 .035 .016 .036 

RMSEA < .08 .056 .079 .048 

SRMR < .08 .029 .020 .034 

增值配適指標 

NFI > .9 .974 .985 .954 

NNFI > .9 .980 .981 .977 

CFI > .9 .988 .990 .982 

RFI > .9 .956 .969 .942 

IFI > .9 .988 .990 .982 

 

 

 

圖 2：社區能力 A 模型（社區幹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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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社區能力 B 模型（公所承辦） 

（二）不同人員社區能力潛在構面之模型恆等性檢驗 

為瞭解社區幹部和公所承辦人員所建構的兩個社區能力模型是否相一致，

我們藉由 SEM 當中的模型恆等性檢驗來瞭解這兩個模型是否相同，Drasgow

（1987）認為模型恆等性（model equivalence）包括測量模型恆等和結構模型恆

等兩種，前者是指觀察變數和潛在變數（構面）在各樣本群組間的恆等，後者

是指潛在變數與潛在變數之間的恆等，本研究採用的是後者，也就是模型的關

係恆等（relational equivalence），主要是比較社區幹部和公所承辦人員所建構

的這兩個社區能力潛在構面是否相一致。根據 Horn and McArdle（1992）的說

法，藉由因素結構恆等的檢驗，若兩個模型的潛在變數與觀察變數之間的基本

結構關係對等，即可視為兩個模型的形態恆等。在檢驗方法上，我們首先將前

述建構出的兩個單獨模型組合成一階驗證性因素分析模型（如圖 4），接下來

進行模型配適度檢驗，由前述表 4 當中的模型三和圖 4 中可知，所建構的模型

在絕對配適指標及增值配適指標上皆符合前述要求，進一步檢驗兩個潛在變數

的相關情形可知，r = -.184（t = -2.542, p = .011），顯示這兩個模型達顯著差異

並為負相關，即社區幹部和公所承辦人員所建構的社區能力模型不具有恆等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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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社區能力模型三：恆等性模型 

進一步我們把社區幹部和公所承辦人員所建構出的社區能力潛在構面各項

觀察變數予以累加平均，以獲得社區能力 A 和社區能力 B 兩個新變數，並採用

獨立樣本 t 檢定檢驗這兩個新變數是否存在差異，統計檢定結果如表 5 所示。

其中，社區幹部所建構的社區能力 A 平均得分為 3.50（標準差為 0.87），公所

承辦人員所建構的社區能力 B 平均得分為 3.34（標準差為 0.77），兩組的平均

數檢驗結果 t = 2.093（p < .05），可知這兩類人員所建構出的社區能力新變數

存在顯著的差異。換言之，社區幹部和公所承辦人員所建構的社區能力在組成

要素上並不相同，而且其所建構出的單一社區能力經由統計檢定後也有顯著的

差異。 

表 5：不同人員社區能力之差異性比較 

對象 潛在構面 N 
最小

值 

最大

值 

平均

數 

標準

差 
t p 

95%差異數的 

信賴區間 

下限 上限 

社區幹部 
社區能力

A 
258 1 5 3.50  0.87  

2.093* .037  0.01  0.29  

公所承辦 
社區能力

B 
258 1 5 3.34  0.77  

* p <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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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討論 

（一）社區能力指標需求上的差異 

就社區幹部而言，其認為最需要扶植的社區能力依序為社區產業發展、資

源連結、方案計畫書撰寫、文書行政、人力資源管理、財務核銷、社區意識凝

結、在地組織協調；就公所承辦人員而言，其認為最需要培力的社區能力依序

為財務核銷、社區意識凝結、在地組織協調、文書行政、方案計畫書撰寫、資

源連結、人力資源管理、社區產業發展。不同人員對於社區能力需求的重要性

排列順序並不一致，這也顯示出社區幹部認為最需要培力的項目可能並不會被

公所承辦人所認同，而公所承辦人認為社區應該加強輔導的能力項目對社區幹

部而言可能並不重要，此一需求落差情形極有可能導致社區輔導成效不彰，或

在社區輔導項目的優先順序上存在著認知差異。 

若比較這兩類人員在這 8 個社區能力指標上的差異，可以發現這兩類人員

在方案計畫書撰寫、財務核銷、社區意識凝結、社區產業發展、資源連結的看

法上有顯著的不同，社區幹部在方案計畫書撰寫、社區產業發展、資源連結的

平均得分顯著較高，公所承辦人員在財務核銷、社區意識凝結上的平均得分顯

著較高，顯示這兩類人員對於社區能力的指標看法上有不同的比重。取前四項

需求來比較，有以下幾點發現： 

1.文書能力為共同的需求 

文書能力是唯一雙方都共同認為重要的社區能力需求，它常被認為是影響

提案動力的關鍵因素，尤其鄉村型社區常因為文書能力欠佳，在提案及簡報上

遭遇挑戰（賴兩陽，2015），社區培力上常安排相關電腦課程及招募青年志工，

即是假設增強社區文書能力即能提升社區能力，然根據研究發現，文書能力或

許重要，但並非為公所承辦人類或社區幹部所重視的首要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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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財務核銷能力為公所承辦人員所重視 

公所最重視財務核銷能力，這或許立基「由上而下」視角，與公所需扮演

資源守門人及身為基層官僚組織有關（孫煒，2020），此亦顯示社區在經費核

銷上欠缺能力的困境（賴兩陽，2013），而財務核銷也是基層公務組織最關心

的議題。不過在社區能力潛在構面建構上，公所承辦人員並未將這一指標納入，

顯示其雖認為是很重要的指標項目，但卻不一定是必備的能力之一。 

3.社區產業發展能力為社區幹部所重視 

社區幹部最重視的是社區產業發展，立基「由下而上」視角，此與社區普

遍想要發展在地特色產品、活絡在地經濟，以減少對政府的經費依賴有關（李

易駿，2021），同時也回應因經費不足而無法自主發展的困境（李美珍、王燕

琴，2016；謝政勳、邱鈺婷，2023）。 

4.資源連結及方案計畫書撰寫能力為社區幹部所重視 

社區幹部對資源連結及方案計畫書撰寫能力較為重視，這顯示社區幹部期

待能藉著計畫書撰寫及資源連結獲得更多金錢、物資與人力，藉以提升社區可

運用的資本，這與發展產業來活絡在地有異曲同工之妙。 

5.在地組織協調能力為公所承辦人員所重視 

公所承辦人員關心社區組織的在地串連、溝通與協商，此突顯其身為地方

父母官的角色，重視在地組織之間的橫向連繫及協力，而非僅是上下之間的縱

向關係。 

綜上，我們可以發現社區幹部（由下而上）較強調社區組織資源、經費的

拓展，因為方案計畫書撰寫有助於申請經費補助、社區產業發展可以增加社區

財務的挹助、資源連結則有利於社區方案的推動，這與李美珍和王燕琴（2016）、

王潔媛（2019）的看法相同。但從公所承辦人員（由上而下）的角度來看，健

全社區組織、凝聚社區成員的共識、加強行政文書及核銷作業能力則更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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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認為只有社區組織具備了基本的行政作業和運作能力，其在方案推動或產業

發展上就不會有太大的困難，此與黃松林和黃怡慧（2015）、賴兩陽（2015）

的研究有相同的發現。雖然過去的研究大多是針對不同的對象詢問其對社區能

力的看法，而本研究則是針對同一個社區組織不同立場人員來分析其對社區能

力的需求程度，但本研究的結果更能突顯不同人員對社區能力看法上的差異，

這也提醒我們在進行社區輔導工作時，應注意社區所期待的協助內容可能和輔

導團隊能提供的項目之間存在落差，因而如何取得最大的共識將是社區輔導成

敗的關鍵。 

（二）建構出社區能力潛在構面的啟示 

就社區能力的組成來看，社區幹部及公所承辦人員在看法上有顯著差異，

社區幹部認為社區能力的組成主要包括方案計畫書撰寫、社區意識凝結、社區

產業發展、人力資源管理、資源連結、在地組織協調等 6 個要素；而公所承辦

人員認為社區能力應由社區意識凝結、文書行政、人力資源管理、資源連結、

在地組織協調這 5 個要素組成，兩者共通的要素包括社區意識凝結、人力資源

管理、資源連結、在地組織協調等指標，但在社區意識凝結、資源連結能力上，

兩類人員卻是存在顯著的差異（見表 2）。過去研究中，Hockings et al.（2000）、

黃肇新等人（2009）、許雅惠（2011）、李易駿（2021）認為社區意識是健全

社區組織的首要因素，Glickman and Servon（1998）、Laverack and Labonte（2000）、

Kim et al.（2020）強調社區發展過程中資源連結是十分重要的，Weil（1996）、

Hargreaves et al.（2017）、Walters（2021）認為與在地組織合作及建立夥伴或

聯盟關係是非常重要的，Slavin et al.（2013）、Lee and Clerkin（2017）、Wells 

et al.（2020）、Walters（2021）、黃源協和莊俐昕（2020）也認為社區內部的

人力資源管理和協調是社區能力建構不可忽略的工作，本研究結果都顯示不論

是由下而上（社區幹部）或由上而下（公所承辦人）的觀點，不同學者對於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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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能力的組成與看法在本研究中均獲得驗證，然而須注意的是，這兩類不同人

員在社區意識凝結和資源連結指標上的平均得分達顯著差異，社區意識凝結上

公所承辦人員的平均得分較高，但在資源連結上則是社區幹部的平均得分較高，

顯示不同人員對社區能力建構雖有共同的指標，但組成的內涵實則並不相同，

需求程度的優先順序也不一樣。 

除此之外，不同人員對於社區能力的組成仍有相異之處，社區幹部認為社

區能力應再包含方案計畫書撰寫和社區產業發展，但公所承辦人員則認為社區

能力應包含財務核銷能力，前者認為應如何爭取更多的補助、拓展社區收益，

後者則認為社區應先培養文書行政和經費核銷能力，顯示由下而上的觀點認為

應拓展社區財務來源，但由上而下的觀點則認為應先健全社區組織的運作能力。 

最後，我們透過統計分析將這兩類人員所建構出來的「社區能力」做比較，

結果發現雖然同樣都是「社區能力」的概念，但這兩類人員所建構出來的整體

概念實則不同，而且在統計上達到顯著差異。由此可見，不同的立場對於社區

能力的看法上，無論是在組成要素上或是整體概念上其實是有差別的，因而在

進行社區輔導工作時應先瞭解不同人員對社區能力需求的看法，並取得最大的

共識，如此方有助於社區能力的提升。 

伍、結論 

在本研究中，我們從由下而上和由上而下兩類不同人員的觀點，分析社區

幹部和公所承辦人員對於社區能力的看法，並試圖建構出這兩類人員對於社區

能力的概念模型，依據前述分析結果，我們有以下幾點發現和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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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社區培力應理解彼此的差異並取得共識 

本研究結果顯示社區幹部和公所承辦人員在方案計畫書撰寫、財務核銷、

社區意識凝結、社區產業發展、資源連結能力這 5 個指標上有顯著差異：社區

幹部在方案計畫書撰寫、社區產業發展、資源連結的平均得分顯著高於公所承

辦人員，但公所承辦人員在財務核銷、社區意識凝結上的平均得分顯著高於社

區幹部。由此可知，這兩類人員對於不同的指標在比重上並不相同，顯見社區

幹部較在意的是外在資源的導入，包括社區如何有更好的產業發展、如何獲得

較多的資源或是創造更多的收入，但公所承辦人員卻更重視社區組織內部的經

營管理和資源連結能力，包括社區意識的凝聚、財務核銷及資源連結能力，這

些源自於角色立場不同，理解差異成因有助於避免衝突及成見，創造更有效的

溝通及對話，且能建立真正的夥伴關係。 

二、社區能力建構應兼顧社區內部與外部的需求 

本研究透過結構方程式所建構出的兩個社區能力模型中，社區幹部所建構

的「社區能力」是由方案計畫書撰寫、社區意識凝結、社區產業發展、人力資

源管理、資源連結、在地組織協調能力所組成，而公所承辦人員所建構的「社

區能力」則是由社區意識凝結、文書行政能力、人力資源管理、資源連結、在

地組織協調能力所組成。由此可知，社區幹部和公所承辦人員所認知的社區能

力在組成要素上有明顯的不同，雖然這兩者在社區意識凝結、人力資源管理、

資源連結能力、在地組織協調能力的指標上相同，但其需求重要性排列順序卻

有所差異。透過模型恆等性檢驗也發現，這兩類人員所建構出的社區能力潛在

構面並不恆等，顯示同樣是社區能力，但這兩類不同人員卻有不同的關切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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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財務核銷能力」都不被這兩類人員列入社區能力指標當中，顯示他們認為

經費核銷並不是社區能力重要的組成要素。整體而言，社區幹部（由下而上）

較強調方案計畫書撰寫、社區產業發展、資源連結能力，這都是比較偏向社區

外部資源導入和財源的拓展，而公所承辦人員（由上而下）則較重視社區意識

的凝結、在地組織協調與文書行政能力，這則是較偏重於社區內部運作和行政

能力的培養，此一研究結果再次提醒我們在進行社區培力工作時，應注意不同

立場對於社區能力的需求和期待並不相同，社區培力設計應呼應在地需求，深

入探勘社區組織之實際想法，發展出具異質性的內容，以回應不同現況的社區

組織需求。 

三、社區政策規劃與推動應考慮在地需求及特性 

「社區發展工作綱要」提及，主管單位應「輔導」社區發展協會，輔導具

有教導或指導的意涵，「臺灣健康社區六星計畫推動方案」重視社區自主性與

主體性，強調培力社區組織來滿足在地需求。在本研究中我們發現，社區組織

及社區幹部對社區能力指標的優先順序排列上有明顯不同，但臺灣目前的社區

工作在推動上仍強調由中央到地方、由上到下的行政命令執行，但中央所制訂

的政策是否符合地方的期待與需求則有待商榷。就中央政府而言，區公所為下

級單位，對社區組織而言，中央及地方政府皆是其上級主管單位，區公所夾在

兩者當中雖能理解在地社區的需求，但卻無能為力。換言之，在政治權力位階

差異下，政策制訂單位需進一步省思其權力關係所帶來的影響，否則上級公告

之社區政策框架及補助辦法可能會抑制社區的主體性，社區組織成為政府組織

政策延伸的廉價工具，為了取得政府補助經費而忽視在地需求，產出罐頭式服

務，久而久之過度依賴政府資源就會喪失社區自主能力。換言之，社區政策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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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尊重及平等立場，保有彈性空間及因地制宜，並允許在地組織由下而上進

行社區服務推展。 

四、社區發展應在取得彼此共識前提下進行 

本研究發現，同樣是「社區能力」這個名詞，但社區幹部的理解和公所承

辦人員間存在很大的差異，由於對社區能力不同的解讀方式代表著期待的結果

也不盡相同，因而在進行社區輔導時，應先釐清彼此的認知與想法，無論是由

上而下或是由下而上的社區培力，我們認為沒有唯一的社區輔導模式，只有在

彼此都有共識的情況下進行社區培力，才能讓社區得到真正的幫助和進步。 

社區發展協會是臺灣民主演進過程中非常重要的在地化組織，而且社區發

展協會在現今社會中扮演著弱勢關懷與社區居民連結的重要角色，雖然過去許

多學者對社區能力的建構有不同的分類方式和組成內涵，但透過本研究我們發

現立場與角色的不同，對於社區能力的看法也有所差異。社區發展協會通常是

一個複雜的組合體，其中涉及到人員、金錢、組織及制度各個不同的層面，政

府在扶植社區組織的時候究竟應採用由下而上的觀點，讓其適性發展、各取所

需，還是要透過由上而下的做法，統一指揮管理、培養共同能力，這當中存在

許多的爭議。若是任由社區由下而上滿足其個別的需求，則無法有效統一管理

和提升效率與效能；若是由上而下的進行扶植和培力，則可能扼殺了社區的特

殊性和多樣化發展。在社區能力的培力過程中我們或許無法得到唯一的解答，

但透過本研究我們可以發現，不同的立場對於社區能力的需求會有不一樣的解

讀和期待，無論是站在政府部門或是民間單位的立場，都應該瞭解彼此在社區

能力的想法與期待是不同的，或許我們應該針對社區本身的特質，客觀的去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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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其問題和需求後，在取得雙方共識的情況下針對社區能力進行輔導和協助，

如此方有助於社區的永續經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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